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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

———以 20 世纪 30—50 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 *

沈惠芬
(厦门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华人研究; 国际移民; 留守妇女; 华侨婚姻; 父权制; 两性关系

［摘 要］论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档案、民国报刊、口述历史访谈、留守妻子传记及其

他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以 20 世纪 30 － 50 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分析了华侨家庭留守妇女婚

姻的缔结、维持、离婚、重婚以及婚外情等婚姻状况，探讨了国际移民对留守妇女婚姻生活的影响和

华侨婚姻中的两性关系。本文认为，受到国际移民和侨乡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华侨婚姻呈现出多元

性，婚姻状况因华侨夫妇的不同境况而异。华侨婚姻是中国传统父权制婚姻在国际移民过程中的变异

体，保留了父权制婚姻的一些特征，同时国际移民重新分配华侨夫妇的社会经济家庭责任，留守妇女

往往要承担传统意义上属于丈夫的社会经济和家庭责任，她们的婚姻生活品质和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婚姻家庭的维持依赖各种复杂的内外因素，包括妻子的智慧、能力、坚忍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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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age Life of Overseas Chinese Wives Who Were Left in Hometowns:
A Case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Marriage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

in Quanzhou area，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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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case study，the author utilizes archives，journal and newspaper articles，biographies，
interview records，and research results by other scholars to depict a vivid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marriage
life of overseas Chinese wives who were left behind by their husbands in order to take care of their parents
and family businesses in China． The author reveals that the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fulfillment，maintenance，dissolution or betrayal of overseas Chinese marriages，and points ou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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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overseas Chinese wives who took on the burdens of incomplete marriages were in fact victims of the
Chinese patriarchal system．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存在 “留守”现象，即成年男性因为各种需要如经商、务工、求学、
官宦等离家远赴他乡时，其家眷包括父母、妻子、儿女等往往留守家乡。比如徽商和晋商远游经
商而留家眷在安徽和山西老家; 又如福建、广东的男性移民留下家人到南洋 (今东南亚一带)
等地而成为华侨。后一种国际迁移的留守现象实际上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人口迁移现象的延续，
早在汉唐时期就已经出现，并且延续至今。长期以来，研究者的目光主要落在男性身上，而忽略
了留守妇女。因而学术界对男性离家后留守妇女的状况、男性迁移对留守妇女的影响以及她们的
反应和适应等问题讨论十分有限，造成我们对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的认识还很模糊。与此同时，随
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每年大约有两千万农民离乡进城务工或经商等，他
们大部分是成年男性，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妻子儿女大多留在家乡，形成新一轮的留守现象，对

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压力，而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和教育学者等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往往
缺乏历史的视角和深度。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留守妇女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从 19 世纪下半期到 20 世纪上半期的一百余年间，从华南迁往南洋的移民主体是中青年男

性，他们往往单身前往，把妻子留在家乡，或者出洋若干年后再返乡结婚，这样就存在相当数量

的跨国家庭和跨海 /国婚姻 (以下简称华侨婚姻，也包括那些后来加入侨居国国籍、但仍与中国
女子维持婚姻关系的华人的婚姻)。有婚姻关系的双方，丈夫侨居海外，与妻子隔海 /国而居，
离多聚少。在长期分离的状态下，大部分夫妇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对华侨婚姻的学术兴趣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社会学家陈达对福建南部 (闽南) 和广东东部 (粤东) 华侨社区 (侨乡)
的调查。陈达认为，华侨奉行媒灼之言，由父母包办，遵循传统婚嫁仪式与侨乡女子结合，与同
时代其他汉族的婚姻结合方式并无差异。不过，由于华侨结婚时可能已到中年、婚后通常很快回
南洋做工务商或者是可能在南洋再建另一头家等因素，其家庭通常花费较多钱财作为聘礼和操办

婚事之用，目的在于补偿新娘婚姻幸福的可能缺失。同时，许多经济状况较好的华侨往往在海外
建有另一个家庭，从而形成了 “两头家”模式。妻子一般以丈夫的商务利益或收入为重，愿意
接受另一头家的事实。［1］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华侨家庭、特别是跨国华侨家庭研究的兴起，
华侨妻子不幸的婚姻生活和维系留守家庭的作用也受到关注，并且有呼声要深入研究这些女

性。［2］

笔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档案、民国报刊、口述历史访谈、留守妻子传记及其他相关
资料和研究成果，以 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探讨跨国家庭留守妇女
的婚姻状况，从而了解国际移民对留守妇女婚姻生活的影响和华侨婚姻中的两性关系。笔者认
为，受国际移民和侨乡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华侨婚姻呈现出多元性，婚姻状况因华侨夫妇的不同

境况而异。华侨婚姻是中国传统父权制婚姻在国际移民过程中的变异体，保留了父权制婚姻的一
些特征，同时国际移民重新分配华侨夫妇的社会经济家庭责任，留守妇女往往要承担传统意义上

属于丈夫的社会经济和家庭责任，她们的婚姻生活品质和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婚姻家庭的维持依
赖各种复杂的内外因素，包括妻子的智慧、能力、坚忍和牺牲。

一、华侨婚姻的缔结

泉州位于福建省南部，自唐代 (618—907 年) 以来就是一个对台湾、日本和南洋等地的主
要移民输出地。［3］据统计，1939 年福建籍华侨有1，911，402人，其中泉州籍1，349，528人，99. 9%
前往南洋。［4］南洋华侨在泉州被称为番客、南洋客或洋客。他们留在家乡的妻子，即现代语言中
的 “留守妻子”，当地人称之为 “番客婶”。

96



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番客婶当为数不少。根据 1939 年福建省政府对南安等十三个
县华侨及其留在国内的家庭 (即华侨家庭、留守家庭、跨国家庭) 的登记，福建省的南洋移民
中，女性移民只占总数的 15% ; 同时，73%的男性移民年龄介于 20 ～ 44 岁之间。［5］这表明福建
的海外移民基本以中青年男性为主，他们的家庭成员大部分在家乡。根据福建省紧急救侨委员会
1942 年的估计，1942 年，泉州约有132，590户留守家庭、664，835个家庭成员，分别占全省留守
家庭户数和留守家庭成员数的 67%和 65%。［6］留守家庭成员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7］ 1939 年
的调查显示，41%的女性留守家庭成员有34，464人的年龄介于 20 ～ 44 岁之间，其中 83%来自南
安、永春和惠安三县，共有28，661名留守妇女。［8］考虑到与之相对的同一年龄组的男性移民总数
及民国时期中国妇女的高结婚率和一般结婚年龄 (16 岁为女性法定结婚年龄)，这些年龄在 20
～ 44 岁的妇女，绝大部分是留守妻子。因此可以断定，泉州番客婶的数目相当大。那么，数目
不少的番客婶如何与南洋番客缔结婚姻?

南洋华侨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丰厚的聘礼和婚后女儿可能有较优裕的生活等因素，吸引着
泉州父母亲把女儿嫁给他们。除了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海外交通阻隔，侨眷生活艰难外，番客是
理想女婿。［9］所谓 “万般皆下品，惟有番客高”。［10］父母亲把女儿嫁给番客意味着家庭可以藉此
进入海外移民网络。如果番客在海外赚钱，女儿将有比较好的物质生活，将来父母亲也可能享有
侨汇收入，晚年生活就有经济支持。所以，即使是富有的家庭也热衷于通过嫁女儿或娶媳妇与番
客攀上关系。［11］尽管部分泉州姑娘不愿意在不了解男方的情况下和番客缔结婚姻，父母亲却不顾
她们的意见执意为之。［12］这种奉行 “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而结合的婚姻是泉州侨乡主要的婚姻
缔结模式。［13］

根据 《泉州日报》1947 年 8 月 8 日的报道，晋江县石狮某村蔡姓一家全部家庭成员迁移并
定居在菲律宾，经营拖鞋生意。蔡家儿子年近五十，有一半身不遂的妻子，打算再娶，可是一直
没成功。于是他的母亲带他回到石狮托媒人寻亲，很快有一豆蔻年华的农家女孩在其母亲的安排
下同意嫁为妾。女孩的兄长也在菲律宾，闻知此事后急电母亲反对婚事，同时也急电族亲长辈出
面遏阻。谁知其母执意不改变主意。为了不节外生枝，蔡母携该女经厦赴菲。女孩的母亲派留在
家中的两个儿子对付在途中阻拦的族亲长辈以协助女儿赴菲。［14］这个报道反映了部分泉州母亲嫁
女儿予番客之热衷，甚至家中男性和族老也不能阻挡。
嫁给番客意味着番客婶进入华侨家庭，并成为家庭的主要成员。华侨的主要家庭责任是在海

外谋求财富，需要长时间留在海外; 同时，由于他们个人能力存在差异、面对的国际环境和移民
政策各有不同，一般说来，他们与家人长达几个月到几十年的分离是普遍现象。番客婶因而把她
们与丈夫的分离生活，称为 “守活寡”，意思是虽然丈夫健在，她们却过着如同寡妇一般的婚姻
生活。［15］20 世纪 50 年代在泉州侨乡进行的各种调查也表明，在一些村落里居住着为数不少的番
客婶，她们长期与丈夫分离。例如 1953 年对晋江三吴乡婚姻状况的调查就发现，约 97%的妻子
和她们移民南洋的丈夫过着分离的生活。［16］换言之，很多番客婶和华侨丈夫长期分离，过着寂
寞、无性的婚姻生活，在家乡守着她们的家庭。

20 世纪 80 年代在福建龙海、晋江、福清三地的抽样调查显示，165 名东南亚移民 (包括
7%的已婚妇女) 中，66%在迁移前未婚。移民迁移后，28%的未婚男性移民回国结婚。这些迁
移后回国结婚的男性移民，加上 34%在迁移前已婚的移民，扣去 7%的已婚妇女，有约 55%的
男性移民在中国缔结婚姻 (见下表)。这个调查表明大部分福建籍东南亚华侨在中国结婚，拥有
妻室。由此，泉州的番客婶现象可说是福建甚至整个华南地区海外移民史留守现象的一个缩影。

二、华侨婚姻的维持

一般而言，离乡出洋之后，为了应对与家人长期分离的状况，海外移民往往通过汇寄钱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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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实物 (统称侨批)、书信联系、回国探亲、口头传讯等方式与中国亲人保持着或密或疏的关
系，在经济上支持留守家庭，维系与中国家庭的联系，联结与家庭成员特别是妻子的感情。另一
方面，许多留守妻子也积极利用书信和口讯，甚至以赴香港或者出国会夫的方式维持着与海外丈

夫的联系，从而维持了家庭和婚姻。

龙海、晋江、福清三地 165 名东南亚移民 (包括 7%的已婚妇女) 婚姻状况表

婚姻状况

迁移前未婚 迁移前已婚 合计

回国成婚

并在当地再婚
在当地成婚 回国成婚 未再婚 在当地再婚

人数 19 63 27 31 25 165

比例 (% ) 11. 52 38. 18 16. 36 18. 79 15. 15 100

资料来源: 浦永灏: 《论福建侨乡人口国际迁移的社会、经济、文化意识效应》， 《人口研究》 1988 年第 5

期，第 25 页。

侨批是华侨经济上支持留守家庭，维系与留守家庭的联系，联结与家庭成员特别是妻子感情

的主要媒介和工具。侨批中的钱款 (即侨汇) 或者实物在经济上支持留守家庭，是许多留守家
庭重要的收入来源。侨批的另一部分———批信———对留守妻子有重要的情感意义。对她们来说，
批信带来亲人的讯息，让她们比较具体地了解亲人的状况。如果侨批没有按时收到，妻子会担心
丈夫在海外发生不测或建立另一头家。［17］

笔者考察上千份泉州地方报纸如 《泉州日报》 (1939—1948 年)、《民声日报》 ( 《民声报》)
(1942—1948 年)、《福建日报》 (1940—1948 年) 和 《南光日报》 (1941—1946 年) 上刊登的结
束婚姻关系或家庭关系的启事后发现，如果丈夫的侨批一段时间，比如两三年或者长期不来，妻

子可以提出离婚，或者登报脱离婚姻关系或结束家庭关系，这是为侨乡社会所接受的。因为不寄
侨批被视为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和对妻子的抛弃。这样，婚姻和家庭就面临着破裂的可能。因此，
华侨经常性的侨批对维持婚姻和家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华侨回国探亲也是维系婚姻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果移民在外顺利地赚到钱，足以支持家庭生

活的同时，还能支付旅费; 并且交通方便，各国对移民出入境予以便利，那么一般他们三五年会

回家一次。［18］

口讯也是华侨联系留守家庭、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这是因为大部分华侨和侨乡社会拥
有跨国联系的网络，在和平的移民时代，如果交通不受阻碍，侨客和水客能便利地来往于两地，

带来番客的口讯，也带去家人的讯息。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华侨三种联系中国家人的方式具有相当的局限性。首先，并不是所有

华侨都有经常性的侨汇。一部分留守妻子甚至从没有收到丈夫的侨批。1953 年福建省华侨事务
委员会估计，约 25%的福建华侨家庭没有或者只收到极少的侨汇。［19］其次，在海外移民过程中，
回国探亲是较难实现的跨国行为。华侨个人的经济能力、国际环境、各侨居国制定的移民政策以
及他们本身和留守家庭的个体因素，都可能影响他们回国的意愿及其实现。例如，1941 年 12 月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就打破了原有的回乡模式。战争迫使绝大部分华侨与家乡的联系中断了约四年
之久 (1941—1945 年)。再次，口讯也容易受到华侨改变侨居地地点、他们和留守家庭所拥有的
跨国网络和地方网络范围的改变、中国和侨居地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极具
局限性。
为了与海外丈夫保持联系，也为了应对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的联系中断问题，许多番客婶运用

她们的智慧，利用各种资源，积极维持与丈夫的联系，维系婚姻家庭。例如，识字的番客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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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维系与丈夫的联系。林居真在其自传中这样描述通信在维持婚姻中的作用: “书信情系两
地，写信时能诉衷情，谈展望，寄美景于来日，收信时能慰愁怀，受鼓励，盼游子之返聚。”［20］

由于教育的不普及，大部分番客婶是文盲。然而，她们会寻求会写信的人 (称为代书人) 为她
们撰写书信、传递信息，这使得代书成为一种商业活动。［21］此外，留守妻子也通过旅外亲戚、族
亲、乡亲及通过各种途径结识的归侨等给海外丈夫带去口讯或者信件，传递信息，达到与丈夫联
系的目的。［22］

当丈夫由于各种原因在一段时间内无音信时，许多番客婶常常寻求各种可能的渠道主动与丈

夫取得联系。首先，番客婶可以通过旅外亲戚、族亲、乡亲或其他归侨了解丈夫无音信的原因，
并针对具体情况采取措施与丈夫取得联系。例如，林居真的丈夫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和一个菲律
宾女子结合，并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来信。林在家乡听到风言风语后，伪装已经知道事实，从归侨
王昭士的口中套出丈夫的不忠事实。由于伤心和气愤她赌气故意不给丈夫写信。同村的侨眷劝慰
她并出主意让她与丈夫重新联系。按照她们的主意，林居真抄录几段丈夫的旧信片断夹在她们给
家人的信中，再由她们的家人转给丈夫。这个办法果然凑效，不久，林就收到了丈夫的来信。［23］

其次，正如上文提到的，有些番客婶请他人撰写信件或者请归侨传递口讯，敦促丈夫不忘家人，

促其重新建立联系。一些番客婶利用中国和丈夫侨居国的移民政策出国探望丈夫，试图保持和久
居外国的丈夫的联系。例如，1952 年 12 月，南安县华美乡有 27 个番客婶利用菲律宾放宽侨眷
入境的机会出国寻找丈夫。［24］又如，1949 年后许多番客婶通过移居香港达到在港会夫的目的，
部分番客婶通过香港到东南亚国家，直接探望丈夫，从而在战后初期华侨与中国的联系面临重重

阻碍的环境下保护了她们的家庭和婚姻。［25］

然而，番客婶在与南洋丈夫联系的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障碍。地理的遥远、国界的阻隔、移民
政策的限制、个人拥有的网络和能力有限等，都使得番客婶与丈夫的联系存在遗憾，在太平洋战
争期间中国和南洋的交通受阻和战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特殊时期，情况尤其

如此。

三、婚外情、离婚和重婚

即使夫妇双方能够保持联系，华侨婚姻还是会随着生活环境和个体需求的变化而产生各种问

题。在番客婶方面，她们虽然生活在家族和社群的监视下，但部分妇女面对跨国婚姻的种种困难
和痛苦，还是发生了婚外情或选择离婚。［26］这些行为毁灭性地打击了华侨婚姻。与此同时，华侨
在海外因婚姻生活的欠缺和生存发展的需要，往往组织了另一头家，对华侨婚姻产生了十分消极

的影响。这些都体现了华侨婚姻的脆弱与不和谐，体现了海外移民对留守妇女的负面影响。
首先，丈夫的长期缺席常常带给妻子空虚寂寞的生活，部分妻子由此与其他男人发生婚外

情。妻子发生通奸情事往往被视为家庭和个人的耻辱，为了洗刷蒙在家庭和个人身上的羞辱，对
“不守妇道”的妻子必须进行惩罚，惩罚往往以结束婚姻为结局。从华侨在报纸上刊登的启事，
可以大体了解他们处理妻子 “通奸”的手法。例如，1937 年晋江县的留章盘在结婚六个月后为
谋生计南渡菲律宾，其后常寄信款与其妻蔡秀珍及父母。谁知妻子却与人私通。1940 年夏天，
留章盘特地回国调查其妻通奸证据，留认为其妻 “与人私通败坏我之门风不守妇道”，再加上妻
子受责骂后擅自携带财物回娘家，于是在报纸上刊登脱离夫妻关系启事，称即日起与其妻 “永
远脱离夫妻关系……各自自由行动”。［27］虽然对一些番客婶 “不守妇道”的指责并非事实，但因
妻子婚外情而登的断绝关系和离婚启事说明南洋华侨十分注重留守妻子的贞节问题。在丈夫长期
缺席的情况下，妻子被要求永久地守贞。这反映了海外移民并没有改变侨乡传统的性别规范。
妻子的 “不贞”现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明显。由于战争期间音信全无，许多番客婶

发生通奸情事，导致很多战后回国的华侨结束与发生婚外情的妻子的婚姻关系。南安县的张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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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40 年与晋江县的陈随意结婚，婚后往菲律宾，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才回乡，却发现妻子
在家 “不守妇道”，张回国后 “尚望其痛改前非”，不料陈 “如腐木难调且已名闻四海影响来之
声誉非浅”，因而脱离夫妻关系。［28］又如，南安县的黄庆宁 1936 年与同村的戴剥治结婚，婚后到
菲律宾直到 1948 年才回国，回国后黄登启事指戴在太平洋战争期间 “不守妇道辱待姑家势难偕
老”，因而脱离夫妇关系。［29］

为了防止妻子发生婚外情，在交通正常的情况下，丈夫往往以侨汇为手段，通过父母或者家

族其他成员隔海遥控和限制妻子的行动。1953 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办公室对福
建省侨乡男女婚姻与家庭问题的研究报告和同年晋江专署司法科对晋江县华侨婚姻的调查显示，

1949 年以前华侨妻子往往被公婆严格地管束着，是公婆控制的对象和维系海外儿子的重要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她们仍然被严厉地监视着，不能自由参加社会活动，一旦她们参加社会活动的消

息传到南洋丈夫那里，就有侨汇中断的危险。［30］这表明男性移民在移民后十分依赖其家庭和家族
维持婚姻，反映了父权社会对留守妇女的约束和控制。由此男性才可能比较没有 “后顾之忧”，
较安心地在海外打拼。
其次，虽然大部分番客婶遵守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价值观，守着跨国婚姻，然而一

些番客婶却因为各种原因提出离婚。根据笔者对番客婶刊登在 《泉州日报》、《民声日报》 ( 《民
声报》)、《福建日报》和 《南光日报》上，以结束婚姻关系或家庭关系为目的的启事的观察和
分析，妻子提出离婚的原因多种多样，丈夫的无音无信是最重要的因素。此外，海外丈夫的重
婚、死亡、公公婆婆或者叔伯兄嫂等对她们的虐待及对番客婶名誉的不实指责也是她们脱离婚姻
关系的重要原因。
华侨以侨汇为手段控制妻子的行动和番客婶以无音无信为理由提出离婚的行为，一方面反映

出华侨婚姻建筑在物质 (侨汇) 的基础上，随时可能因为侨汇的中断而破裂; 另一方面，它也

反映了结婚之后，许多华侨和中国妻子之间的感情维系比较薄弱。
1950 年 5 月 1 日婚姻法颁布后，在新政权的支持和新婚姻法的鼓励下，许多番客婶鼓足勇

气、下定决心摆脱痛苦的婚姻，提出离婚。在晋江，番客婶离婚的主要理由是长期分离感情疏
淡、海外丈夫的重婚、丈夫的无音无信以及生活困难、通奸等。［31］其中 “长期分离感情疏淡”是
1950 年以前番客婶呈诉离婚时极少提及的理由，但其他离婚理由如海外丈夫的重婚、丈夫的无
音无信以及生活困难、通奸等，实际上与民国时期她们提出的离婚理由相同。这表明，番客婶选
择在此时结束实际上已长期困扰她们的婚姻关系，是因为新的时代和法律给予她们追求新生活的

决心和力量。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大部分番客婶并没有提出离婚诉求，
足证侨乡社会经济、风俗文化对妇女束缚之强，并非国家和法律力量可以改变。

1950 年婚姻法颁布后许多华侨婚姻的破裂，使建国初期面临着外交困境和重建国家任务的
中国政府失去联系华侨的 “物质基础”之一。1950 年婚姻法由于保护妇女权益，不禁止侨眷妇
女离婚，给华侨带来失去国内家庭的压力和恐惧，许多华侨无法接受新婚姻法。［32］为了更好地在
侨乡实施婚姻法，1954 年 4 月，政务院发布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华侨婚姻纠纷问题
的指示”。指示指出: “不论过去的婚姻制度如何，保有国内家庭，妻子，是广大华侨普遍的要
求; 也是华侨和祖国联系的物质基础之一。”在处理涉侨婚姻纠纷时，“应照顾国外华侨并适当
照顾侨眷妇女的要求”。［33］由此可见，这时期华侨婚姻的维系成了保持华侨与中国联系的重要因
素之一，由此也反映了国家政权基于国家利益对私人生活的干涉。显而易见，留守妇女在婚姻方
面的权益可能会由于国家利益倚重于男性方面而受到损害。［34］

番客婶由于发生婚外情或者提出离婚诉求致使华侨婚姻破裂，是对以海外移民为家庭策略

( family strategy) 的华侨家庭和海外移民本身的重大打击。妻子离开家庭意味着华侨在中国的核
心家庭的破裂，也使得他们留守在家乡的父母失去了维系海外儿子的一个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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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相当数量的华侨往往由于海外生活和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在侨居国建立另一

个家庭，形成两头家模式。［35］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侨居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在海
外有另一头家的华侨华人越来越多。部分华侨华人依仗海外妻子的协助取得事业成功并且更有能
力照料留守家庭。［36］但总的来说，“两头家”严重伤害了留守妻子的心，是造成她们一生郁郁寡
欢的主要原因。［37］许多番客婶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考虑到丈夫在海外有了家庭，她们联系丈夫
的积极性也受到打击。对于大部分在海外另建家庭的华侨华人来说，海外家庭的负担、生计的繁
忙、日常生活各种需要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等因素常常使他们无法如常联系和照顾在中国的
家人，侨汇不是减少就是中断，留守家庭的家庭生活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53 年 2 月，南
安县人民政府侨务科估计，1949 年后南安华美乡有 30 多户华侨家庭因为华侨海外重婚减少侨汇
而导致生活困难。［38］许多番客婶实际上成了弃妇，她们默默地过着悲哀痛苦的生活。一部分番客
婶以丈夫重婚为理由提出离婚诉求，直接结束了长期有名无实的跨国婚姻。

四、结语

考察 20 世纪 30—50 年代泉州籍南洋华侨与番客婶的婚姻，可以看出，受到国际移民和侨乡
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华侨婚姻呈现出多元性，婚姻状况因华侨和番客婶的不同境况而有所不同。
华侨婚姻具有一些倾向传统父权制婚姻的特点。首先，缔结婚姻的主动权在于父母，而不在

婚姻当事人，而且缔结婚姻主要是看重华侨的经济地位 (侨汇收入、优厚聘礼等)，父母希望通
过这个婚姻纽带与拥有移民资源的家庭或个体合作以享有该资源。其次，组成家庭后，华侨和番
客婶的性别分工也是传统父权制下的夫妻性别分工，即男主外，女主内。绝大部分华侨长时间留
在海外谋求经济发展，并遵守侨乡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寄侨汇以养家。番客婶一般也遵守社会
性别规范，留在夫家，操劳家务，维持家庭。再次，华侨与番客婶的夫妻关系是不平等的两性关
系: 丈夫居重要地位，可以限制妻子的行动，要求妻子 “守妇道”; 妻子居次要地位，须遵守
“婚后从一”的贞操观。最后，婚姻对华侨和番客婶具有不同的约束力，女性 “通奸”遭到严厉
处罚，而男性则不受制约地在海外组建另一个家庭，或者通过娼妓满足生理需求。
但是，在国际移民的过程中，现实环境和个体条件的改变使得大部分华侨夫妇无法遵循传统

的父权制婚姻生活，特别是在充满变数的 20 世纪 30—50 年代，许多华侨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承担
传统中国丈夫所承担的责任。以寄侨汇而言，他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寄汇，甚至出洋后音讯
全无。如由于 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的南进运动和东南亚各地排华
运动，使许多华侨失业无法寄汇或者回国;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华南多地特别是重要港口如
厦门等为日本所占，华侨汇款受阻;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国与东南亚的交通几乎全部
断绝; 战后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各国制定严厉的移民出入境条例，使侨汇的流

通十分困难。因此，留守妻子得不到稳定的海外侨汇收入，甚至与丈夫断绝音讯，这给她们和留
守家庭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留守在夫家的番客婶就要承担本属于丈夫的社会
经济和家庭责任。
华侨婚姻虽然具有传统婚姻的某些特点，但是，在这种婚姻生活中，妻子过着长期分离、寂

寞、无性的婚姻生活，这与传统中国婚姻中的夫妻同居生活不同; 与此同时，当丈夫缺席家中
时，妻子代替丈夫履行家庭责任，照顾老人孩子、维持家庭，处理家庭与外部关系，身兼数职，
负担无形加重。这些责任已经大大超过传统意义上妻子所承担的责任。因此，“倾向传统”的华
侨婚姻与传统婚姻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而这正体现了国际移民带给留守妻子的婚姻生活和家
庭社会责任。
总之，跨越海洋与国界的华侨婚姻的维持面临着许多外来因素，如地理的遥远，中国与东南

亚各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变化以及种种个人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华侨婚姻充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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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然而大部分的婚姻依然存在下来。在维系华侨婚姻、家庭的过程中，丈夫通过寄侨批、通
信、口讯、探亲等联系方式维持婚姻和家庭，付出很大的努力。同时，侨乡社会的文化机制、华
侨家族和侨乡社群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协助维持的作用。最后，婚姻家庭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妻子的智慧、能力、坚忍和牺牲。
许多因为丈夫中断联系而无法享有华侨婚姻好处 (如物质方面) 的番客婶继续留在夫家，

继续承担照顾其他留守家庭成员如老人和孩子的重责; 丈夫的国际移民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留守妇女婚姻生活的品质和随之发生的生活变迁。思念、盼望、压力、压抑、焦虑等情感交集她
们的一生，体现了留守妇女在国际移民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但是也应该看到，许多妇女试图克服
地理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以及个人因素的障碍与丈夫维持或者取得联系，虽然或成功或失
败，但都体现了她们在维持婚姻、家庭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留守妻子在维持婚姻、维系丈夫
与家庭联系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体现了留守妻子跨越海洋和国界、利用资源维持跨国婚姻的
智慧和能力。部分妇女面对周遭的环境，放弃曾经趋之若鹜的华侨婚姻，试图重构她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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